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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整合、群众路线与村治创新

——基于乡村治理典型案例的讨论

张新文，张 龙

（南京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摘 要 乡村善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石。当前乡村社会关系的快速变迁与村民

自治制度的准科层化倾向不利于政党政治的社会化基础建构，易造成执政党在乡村场域中

的关系边缘化和治理悬浮化，消解这种边缘与悬浮风险的核心在于建构以基层党组织为核

心的“双向整合−理性嵌入”的践行群众路线的新机制。一方面，通过组织结构优化、精英

下沉与精英吸纳以及选择性激励强化党的内部整合；另一方面，通过组织、制度和价值的多

维理性嵌入的方式整合乡村社会，在嵌入的过程中建构以群众为基础的治理资源、提升基

层社会的治理技能以及培育村庄的政治社会化意识。在通过此机制综合分析农业农村部

推介的乡村治理典型案例过程中，归纳出政党整合在村治创新中的核心价值是形成以基层

党组织的领导为轴心、村庄多元主体有机参与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此外，这种“双向整

合−理性嵌入”机制的功能发挥依赖于村庄集体经济的发展、乡村简约主义治理的激活以

及理性服务型政党的建构的三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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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坚持党的领导是乡村治理有效的核心要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创

新是执政党保持先锋模范作用的重要体现，更得到了制度规划的“高位推动”。自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以来，2018−2021年连续四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着力强调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体系中的领导核心作

用。2019和 2020年，国家农业农村部连续两年推介“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对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如何参与村庄治理进行经验总结与典型推广① 。当前，党领导的乡村治理随着农村社会的深刻变动

以及村治的行政化加剧而受到冲击，一方面，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结构产生变迁，这主要表现在传统

的乡土社会被现代化市场、国家力量所解构，村民的自由活动空间扩大，社会分层和流动性加剧，利

益诉求多元化、价值观念异化现象严重。乡村从封闭的熟人社会转变为流动性加剧的“无主体的熟

人社会”[1]，在村落空心化现象严重的同时，村庄社会关联的缺乏加剧了村庄原子化现象，村民集体行

动能力弱化，村庄处于无序状态[2]。另一方面，乡政村治的科层化倾向。农业税费改革之后，商品化

性质的资源下乡裹挟着国家权力、规则与监督考核下乡，村干部受制于规则、制度的约束越来越职业

化，单纯地成为国家代理人[3]，且由于县乡政府往往借助国家输入的村级组织建设资源和行政化手段

有意规训乡村组织和乡村精英，强化对村级组织的行政控制[4]。乡村社会的基础结构变迁与乡政村

治的科层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政党领导的社会基础，造成了政党在乡村场域的边缘化和悬浮

化，对乡村社会的整合能力下降，基层党组织的权威和合法性受损[5]。从这个角度观察，消解政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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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的边缘化困境，其本质在于遵循和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农村基层党组织同农民群众的血肉联

系，获得农民群众的支持与认同，强化政党权威与合法性，形成党的领导下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互嵌

互构的乡村治理创新格局。这也构成本文关注的焦点，即通过政党整合的方式践行群众路线来推动

乡村治理创新。

关于政党整合、群众路线与乡村治理的逻辑关系，既有讨论沿三条路径分析。第一条是结构-
功能的视角，其主要关注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结构的耦合，在科学界定乡村组织与基层党组织关系

的基础上，党建引领的目标主要是要形成“一核多元”的同心圆式治理格局，推动“一核多能”的基层

服务创新[6]。代表性观点如党领群治[7]、“党建+”与村民自治[8]、党建引领“三治结合”[9]、区域化党建[10]

等。第二条主要阐释党的群众路线与基层治理的辩证关系。徐勇认为，政党下乡过程中，如何通过

基层组织与人民群众建立和保持密切联系一直成为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进行乡土整合的重要任

务[11]。同时，随着基层治理环境的变化，群众路线所包含的简约治理、中心工作和综合治理三类机制

面临挑战，党需要通过“找回群众”来重塑基层治理[12]。群众路线为社会治理提供了根本的价值指向，

如农村协商民主与群众路线就具有较大的耦合性和亲缘性，它是乡村场域中政党群众路线实现的政

治路径[13]，而党员的先进性就是联系群众的具体化和制度化[14]。第三条是运行机制的研究进路，主要

指政党如何巩固其在基层社会的领导和执政基础。张艳娥从嵌入式整合的视角认为执政党整合乡

村社会需要理念嵌入、法治嵌入和组织嵌入的相互配合[15]，谢忠文提出嵌入式治理以推动政党再社会

化[16]，袁方成等提出把基层党组织的引领力和整合力嵌入乡村社会，为社会自治力量“增能”和“赋权”
[17]，刘伟在“嵌入吸纳制”的基础上提出基层社会治理的“服务引领制”观点，以强化执政党的服务

内核[18]。

以往的研究取得了较多的成果，为本研究奠定了丰富的基础，但仍然存在以下可以继续推进的

空间。首先，以往的研究缺乏政党自身组织力建设与政党整合乡村社会的综合分析视角，即政党的

内部整合和外部整合的统一。其次，以往关于群众路线与基层治理的研究多关注群众路线价值与功

能研究，缺乏政党在治理基层的过程中践行群众路线的具体运作机理与制度化的联结路径研究。因

此，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建构“双向整合-理性嵌入”的框架阐释新时代背景下政党整合过程中

践行群众路线的运作逻辑，并通过此框架综合分析近两年农业农村部推介乡村治理典型案例，总结

归纳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创新中的功能性价值和运作机理。

一、“双向整合-理性嵌入”：乡村社会里的政党整合及群众路线

中国共产党的生命力在于能够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

也是党整合社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其在不断地实践与创新之中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

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观点以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群众路线在新时代展现为“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和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的工作作风，彰显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融

合统一，易言之，无论是政党整合还是基层治理创新，群众路线都为其提供了建构合法性的根本价值

旨归与工具资源。从历时性的角度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党在乡村治理中践行群众路线的运作机

理不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工作队主要通过“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改革满足了弱势农民

群体的利益需求，进而对农民进行向心性整合。建国之后，党依靠逐步形成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

体制对乡村社会进行同构性整合，但这种整合由于忽略了农民群体的利益而产生了城乡二元结构的

发展差距。改革开放之后，党面临的群众路线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乡

村社会结构深刻调整，乡村利益主体多元化，党主要通过资源下乡的方式服务农民群众而对其进行

认同性整合①。但这种认同性整合［19］由于基层党组织在乡村社会软弱化和离散化而难以发挥整合作

① 向心性整合、同构性整合与认同性整合是林尚立在论述政党与社会的关系时所提出，在此笔者将这三种概念延伸到政党与乡村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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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且乡村日益复杂的治理风险造成了基层党组织运行的科层化，而科层制固有的“唯上”导向遮蔽

了群众参与村治的渠道，“群众路线仅仅依靠官僚体制内的动员，而缺乏真正的群众动员”[20]。这导致

基层党组织不仅无法满足群众的利益需求，同时加剧了党群之间的疏离感。事实上，基层治理中的

群众路线既包括党的政治体系的内部动员，也包括对群众的动员[20]，两者的耦合程度决定了基层治理

的效度，因此，执政党需要与时俱进地创造群众路线的新方法与新机制以推动基层治理创新。一方

面，政党需要通过自身的内部整合提升自组织力，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从而发挥其在乡村治

理中的战斗堡垒作用，为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奠定牢固的组织与队伍基础；另一方面，党又需要通过理

性嵌入的新机制整合乡村社会，组织和动员群众参与乡村治理，从而实现乡村群众的公共利益。

变迁的客观环境对新时代践行群众路线的政党整合和理性嵌入提出新的要求。整合包括政党

对自身层面的整合（“内整合”），实际上为政党的自组织力，即政党调动、协调和整合政党组织内各种

资源的能力，它包括组织结构、制度供给、目标定位、人力资源和一定价值理念的张扬等有形和无形

方面所展示的能力[21]；也包括“外整合”，即政党对社会的整合，这种“内整合”与“外整合”的耦合程度

决定了治理型政党领导能力的强弱。在这种“双向整合”中，“内整合”是政党得以整合社会的前提和

基础，而“外整合”是由于社会是政党的权威来源，正如林尚立所说，“党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产生，但其

生命之源都在社会；党可以有各种纲领和目标，但其最终的号召力则来自社会的认可与认同，而最大

限度地代表社会、动员社会和整合社会，是党的生存与发展的根本之道。”[22]需要注意的是，随着社会

自主性的增强，社会内部的分化和异质性加剧，仅仅依靠党自身的组织网络无法将离散化的个体纳

入有组织的政治生活中，也不可能将所有个体吸纳到自己的组织内，因此政党需要培育和生产社会

组织。通过社会组织的中介作用联结群众，达到群众路线中所要求的“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

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

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23]的目的。进一步讲，政党对乡村社会的整合，不是要使所有的乡村社会

组织政党化，达到控制社会的目的，而是通过“理性嵌入式”的方法达至与乡村社会协同合作、功能互

补的共振状态，且这种理性嵌入的过程既是基层党组织践行群众路线的过程，也是建构以基层党组

织为轴心、多元主体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过程（见图1）。

对图 1的解释需要从政党嵌入社会的角度出发。卡尔·波兰尼在分析经济行为与非经济的社会

结构互动关系时最早提出了“嵌入”[24]的观点，其后Granovetter进一步发展了“嵌入”的理论概念，他

认为大多数的行为都紧密地嵌入在社会关系网络之中[25]，Uzzi则在谈论经济行为嵌入到社会关系网

时指出嵌入性有三个方面的独特功能，即它能提供信任、传递有效的信息和促进共同问题的解决[26]。

在此基础上，罗峰分析了政党通过组织嵌入和人事嵌入能够减弱被嵌入组织的不确定性、通过传递

有效信息并调动被嵌入组织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政党达成整合社会的目的[21]，此后张艳娥[15]、谢忠

文[16]、袁方成等[17]丰富了嵌入性理论视域下的政党与社会关系的研究。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理性嵌

入机制”指政党在遵循民主和法治的前提下，以及在尊重政党和社会的功能边界基础之上整合乡村

社会的过程。这种“理性嵌入机制”避免了刘伟提出的“嵌入吸纳制”所预设的自上而下、政党包揽的

图 1 政党整合、群众路线与村治创新的运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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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向度分析思路[18]，并力图走出政党控制思维以及逻辑推理上的封闭循环。“理性嵌入机制”的目的是

政党与乡村社会和人民群众形成一种制度化的良性互动关系，通过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

组织和动员人民群众有序参与政治生活，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认同，从而形成以党的领导为核心、

乡村社会组织参与的乡村善治体系，这也符合亨廷顿所强调的“强大的政党要求有高水平的政治制

度化和高水平的群众支持”[27]。政党下乡过程中理性嵌入的结构性要素包含三个方面，一是组织理

性嵌入。在嵌入的过程中既要追求政党嵌入的广度，拓展政党在乡村“两新组织”的覆盖面，将党的

组织网络延伸进社会的缝隙之中，更重要的是注重嵌入的质量与效度，即通过自身行为的有效性增

强嵌入的认同性与合法性。同时，需要厘清基层党组织与乡村社会组织之间的结构性关系，界定各

类乡村组织的功能定位，发挥村级各类组织对乡村社会的整合作用；二是制度理性嵌入，即制度下乡

的过程中并非要消解或替代乡村社会的非正式制度，而是要与乡土社会内生的礼俗秩序相结合，从

而形成乡村治理的制度合力；三是价值理性嵌入。政党对乡村社会的整合有赖于政党自身的行为能

满足群众的利益需求，同时更需要政党通过先进的价值理念获得民众的认同，这种认同往往是更基

础、更持久以及更深层次的价值感召。值得注意的是，政党下乡所传播的价值主张应具有先进性、统

摄性和公共性特征，符合新时代的发展脉络，而乡村社会组织的价值追求裹挟着多元性甚至是冲突

性，因此政党在嵌入的过程中需要通过理性的思索和评判，运用“柔性同化”的策略整合乡村社会多

元的价值资源，将农民群众的思想引向有利于乡村社会公共利益实现的轨道上。

二、村治创新的“主心骨”：基层党建与内部整合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肌体的“神经末梢”，是在乡村治理中的战斗堡垒，同时也是党在乡村践行

群众路线的组织保障与核心载体。巩固和增强党在乡村治理中的领导核心地位，需要强化党的内部

整合，提升党的组织能力，即通过组织结构优化、精英下沉与精英吸纳、选择性激励调动党员干部的

积极性以产生有效的集体行动。

1.结构优化与网络编织

执政党的组织结构指其内部组织变量间的关系，“组织结构设定了组织内部的角色安排，并将各

种角色和分支机构联结在一起，从而构成了政党运作的组织载体和党员个体的行动依据，同时为政

党内整合提供了基本的组织架构。”[21]由此可见，党的组织结构的核心功能是强化党员与党组织机构

之间的联系以及形成党的机构之间的积极关联，进而编织党的组织网络，把分散的党员凝聚成为一

个有机的整体，增强党组织的内聚力、战斗力与执行力。历史地看，基层党组织的结构随时空条件的

变化而进行动态调适。自“三湾改编”起，党在人民军队中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基层组织建设原

则，这一建设原则确立了党组织深入基层的必要性。建国之后，基层党组织依托政社合一的人民公

社体制发挥党组织的功能，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在当下的乡村治理场域内，基层党组织的结构呈现

出一种碎片化的离散状态。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横向的“块块壁垒”，即单一的、封闭式的党

建造成不同乡村区域的基层党组之间的横向联系弱，呈现出一种“蜂窝状”①的党建结构［28］；二是纵向

的“空转悬浮”，即基层党组织没有下沉到具有熟人社会性质的村民小组，渗透和覆盖不足，乡村群众

对政党的感知有用性不足。在这种背景下政党需要通过组织结构优化织密基层党组织之网，通过党

组织的结构创新强化乡村治理的轴心建设。一方面，通过区域化党建的模式统筹设置基层党组织，

统一管理党员队伍，实现资源之间的协同共享与党组织之间的横向连通，如在乡村治理典型案例中，

浙江省建德市探索“开放式网格党建、区域化统筹服务”模式，深化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契合了变

迁中的乡村治理结构；北京市平谷区通过开放式的区域化整合了各类党建资源和社会资源，增强了

党组织的协同合力。另一方面，通过网格化党建延伸党的组织链条，打破层级壁垒，实现全域覆盖，

强化网格党组织领导功能与服务功能，如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探索将“组织建在网格上、党员融入群

① 陈亚军等用“蜂窝状”结构描述传统乡村社会之间互不关联的状态，本文借助此概念表达基层党组织之间的横向联系弱化的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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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中”的组织结构，建构了以行政村层面的党委或党总支、村民小组层面的党支部以及村民小组之

下的党小组为主的自上而下的三层党建网格；黑龙江省桦南县建立县、乡、村、网格四级党组织联

动，把基层党组织形成的层级联动的结构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上海市崇明区根据农村的实际

情况科学划分网络，通过党建“微网格”建设与“大联动管理网格”有序衔接提高乡村精细化治理

水平。

2.精英下沉与精英吸纳

“任何组织的运转都需要一定的精英”[21]，农村基层党组织内部整合与治理能力的提升离不开高

素质的党员队伍。在政党下乡的过程中，党主要通过精英下沉和精英吸纳两种方式充实党组织的人

才资源。精英下沉主要是通过向农村下派第一书记，这种下派的方式可以打破原有行政体制的束

缚，给予村庄治理外部力量，有效地实现农村动员[29]，尤其是在当下村庄空心化、精英断裂的背景下，

第一书记的“在场化”不仅能够强化农村党组织建设，拉近政党与农民的距离，而且能够与乡土内生

性村干部形成一种互动共生的“双轨治理”结构，通过这种双轨合作治理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更能彰显

政党在场的价值意蕴，比如浙江省象山县坚持党建引领，以村民说事为平台，建强基层组织，推动力

量下沉，下派青年后备干部担任“第一书记”帮扶整转后进村；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通过派驻第一

书记参与乡村积分管理，提升农村党组织组织力。精英吸纳指的是把乡土社会内生的草根精英吸纳

进基层党组织的机制，中国共产党历来注重吸纳社会进步与社会发展中先进和积极的行动者，在土

改时期吸纳贫下中农的“土改积极分子”，人民公社时期吸纳认同并积极参与政治运动的积极分子，

改革开放后主要是吸引能够带领群众富裕的“致富能人”[11]，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政党的吸纳范围除了

乡村经济精英外，还注重吸纳在场的新乡贤，通过发挥新乡贤的桥梁与纽带功能把现代价值观传递

给村民。这种内生的草根精英与普通农民生产生活在同一的村落共同体之中，与农民具有相同的思

想意识与行为习惯，且草根精英谙熟地方性知识，能够以农民熟悉的话语传达党的政策，更容易获得

农民的信任，因此，草根精英成为政党整合过程中建构合法性与农民认同的不可或缺的关键力量，在

乡村治理典型案例中，湖北省大冶市探索“两培一选”机制，把优秀理事会成员培养成党员，把优秀党

员理事会会长培养成村干部，把优秀村干部选拔进入乡镇干部队伍，激发了其参与村庄治理的动力；

安徽省宁国市以村组为单位，通过吸纳公益心强和德高望重的新乡贤参与村务协商议事会。通过这

种精英下沉与精英吸纳的方式，党实现内部的精英整合，事实上，第一书记与乡村内生精英是政党人

才来源的“一体两面”，党的组织建设就是要使这两种不同向度的精英达至权威与功能相互耦合，从

而增强组织合力，巩固政党下乡的队伍基础。

3.选择性激励与集体行动

奥尔森[30]认为“组织对个体的激励必须是选择性的，这样那些不参加为实现集团利益而建立的组

织，或者没有以别的方式为实现集团利益作出贡献的人所受的待遇与那些参加的人才会有所不同。

这些选择性的激励既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奥氏的选择性激励遵循两个关键的原则，其

一是组织对参与集体行动的个体要进行差别激励，即遵循物质激励和符号激励差序结合的原则。其

二是正向激励和负向激励相结合。通过选择性激励不仅可以克服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问题，更重要

的是激发组织的内生动力，罗峰将选择性激励理论拓展运用到政党集体行动层面，指出在政党内整

合的过程中，选择性激励主要通过制度激励、价值激励、惩治腐败等发挥作用[21]。首先，制度的功能是

“通过向人们提供一个日常生活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31]，即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基层党组织的制度激

励能够为党员的行动提供稳定的预期，规范党员的行为，引导党员个体努力实现党的目标，从而为党

内整合与集体行动提供了重要保障，如湖南省新化县油溪桥村通过奖励、惩处的双向积分制对党员

干部进行考核，突出积分的正向激励作用，形成了基层党组织之间的内部良性竞争；湖南省津市市在

积分制度的基础上建构“红色存折”制度有效激发党员积极作为，发挥了积分制的制度规约与激励作

用。其次，刚性的制度激励离不开柔性的价值激励，声望、尊敬、友谊等社会激励也会驱使人们参与

集体行动[30]，这种价值性的符号激励在乡村场域内依托熟人社会的舆论规约强化了党员通过“逆向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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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①的方式主动深入群众、倾听群众和与群众“打成一片”的公共责任意识［32］，而党员主动服务群众增

强了农民群众对基层党员的认同感，由此形塑出乡村党员与农民群众之间的“责任-认同”机制，从

而有助于强化基层党员的内生服务动力，深化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力，比如四川省成都市战旗村凭借

“三问三亮”②机制消解了“隐形党员”精神懈怠、不作为不担当的弊端，激发党员宗旨意识和使命意

识。再次，乡村“微腐败”作为群众身边的腐败，其治理成效直接影响着农民群众对基层党组织的认

可度与公信力，因此需要坚定不移地从严治党，通过惩治乡村微腐败来净化基层党组织的政治生态、

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和增进党在乡村场域的认同性与合法性，比如浙江省宁海县通过制定小微

权力负面清单制度厘清权力运行边界，规范权力运行，惩戒乡村微腐败问题；安徽省天长市推行“清

单+积分”的新型管理制度构建防治“小微腐败”监督机制，通过治理腐败净化了党的肌体，有利于发

挥农村党员“肌体细胞”的职责职能作用。

三、村治创新的“活力源”：政党理性嵌入与外部整合

政党自组织力的提升构成政党践行群众路线以推动乡村善治的“中心支柱”，但仅仅关注党组织

本身的建设往往落入就党建论党建的闭环窠臼。这种封闭式的党建易陷入党建与乡村社会难以协

调的张力之中，且易遮蔽乡村社会作为政党活动所需要的资源支持与权威来源的功能性价值，使得

政党不仅无法强化在乡村治理中的领导轴心地位，同时导致政党“在场”却无法避免形式化、脱域化

与悬浮化的党建困境，从而削弱政党在乡村社会中的权威与合法性。因此，政党需要借助组织、制度

和价值的多维理性嵌入的方式整合乡村社会和撬动乡村发展，做到既能维系乡村治理中的秩序，又

能激发乡村治理中自治力量的活力，以达至乡村善治的目标。

1.嵌入组织理性以建构群众为基础的治理资源

意大利著名思想家葛兰西[33]认为一个政党要存在必须同时具备三个基本要素:“一是群众的要

素，没有群众就没有政党，而要使群众真正成为政党的力量，政党就要组织群众；二是主要的凝聚力

量，它在国家范围内集中各种复杂的力量，如果放任这些力量，它们就轻如鸿毛或无足轻重。三是中

间要素，它把第一种要素和第二种要素联系起来，并使它们保持实际道德以及精神方面的联系。”在

这三个要素中，无论是组织群众、凝聚群众还是发挥联系作用，政党组织在其中均发挥着强有力的整

合作用，其核心是通过强有力的组织网络将分散的社会力量加以融合并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政治生

活[11]。具体到乡村社会场域内，值得注意的是，乡村社会并非静态的固化存在，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

乡村社会农民群众的利益诉求与价值主张是变化的、具体的和动态的，因而，政党组织与动员社会力

量的手段和方式也应该是弹性调适的。在当下乡村社会治理实践的空间场域内，除了乡政村治格局

下的村支两委外，农村还涌现出了大量的新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合作组织和其他的社会经济组织，要

整合乡村社会类型多样化与复杂化的“两新组织”，基层党组织要以理性的方式嵌入到这些新生的社

会空间中，强化对社会空间的公共性、责任性、担当性等品格的塑造。这主要包含两个方面，其一是

嵌入的覆盖面与有效性，即党的组织网络要与乡村自身的组织网络形成结构性耦合与功能性匹配，

从而保证党在乡村社会中的政治引领，激活“两新组织”的功能，赋予乡村治理更权威的治理能量和

提升治理效能，例如福建省泉州市洛江区罗溪镇组建的党群圆桌会整合了各类社会性组织，通过建

构党建同心圆激活了乡村治理的神经末梢；天津市北辰区把党组织网格镶嵌进基层治理网格中，以

组织网格优化治理网格，打破了不同网络之间的壁垒，实现全域网络之间的有机融合；江苏省南通市

海门区凭借推进党建网格和治理网格的“并网融合”织密了联系服务群众的网络。其二是通过组织

理性嵌入的手段培育乡村社会的群众基础。在对乡村“两新”组织赋权和增能的过程中提升乡村社

会的自组织意识与能力，遵循乡村社会自身的发展规律与运行逻辑，充分发挥乡村社会内生性自主

治理机制的作用。这种自治机制既非对基层党组织领导职能的挤压，更非对党的权威地位的消解，

① 逆向参与模式是群众路线的核心特征，强调党员干部必须深入到人民大众中，而不是坐等人民群众前来主动参与。

② “三问”即自己入党为了什么、作为党员做什么和作为合格党员示范带动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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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在组织理性嵌入的过程中界定党组织与乡村社会组织的行动边界和功能范围，从而在维系“政

党自主性”与“社会自主性”均衡的基础上通过基层党组织与乡村社会自组织的结构与功能上有机衔

接以形塑良性互动的基层治理生态，在乡村治理典型案例中，湖北省大冶市在自然村湾的基础上，依

照利益趋同、需求相近的原则组建村庄理事会，形成了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群众为自治主体的三级治

理平台；湖南省宁乡市大成桥镇遵循专业化的原则培育孵化多种类型的社团组织，通过“社团织网”

聚合了多方治理资源，激活了群众参与的内生动力，建构了协同共治的乡村善治体系。总而言之，在

多元组织构成的乡村治理权力结构中，基层党组织处于领导核心地位，但其并非垄断其他组织的治

理权力，其他治理组织依法享有自己的治理地位和治理功能，党组织与乡村社会组织是互栖共生关

系而非庇护依附关系，政党这种建立在理性与价值基础上的主动的组织权力分享机制不仅能够促成

一种“一轴多元”的乡村治理格局，建构群众为基础的治理资源，降低政党在乡村社会的治理成本，同

时通过乡村社会组织的纽带作用有效回应群众的多元价值与利益诉求。

2.嵌入制度理性以提升基层治理技能

基层党组织嵌入和培育乡村社会激活了乡村治理的动能，但为了有效避免乡村社会的过度自治

所造成的社会公共理性的丧失，亦或是政党对乡村社会的过度干预消解乡村治理的灵活性，政党需

要通过制度理性嵌入的方式提供制度化渠道消解乡村治理过程中的无序与混沌，推动乡村治理的有

序化与理性化。诺斯[34]指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是人类设计的、构建人们相互行为的约束

条件。它们由正式规则（成文法、普通法、规章）、非正式规则（习俗、行为准则和自我约束的行为规

范）以及两者的执行特征组成，其中，非正式规则给正式规则提供了根本的‘合法性’。”从正式制度与

非正式制度所构成的制度合法化机制来看，乡村场域所存续的礼俗、惯例等非正式制度赋予了政党

下乡过程中所伴随的制度下乡发生效用的社会基础。因此，政党的制度理性嵌入的目的在于规避制

度刚性挤压社会韧性，同时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相糅合的基础上构筑乡村社会的“礼法共同

体”，即政党制度嵌入的过程中包含了嵌入性法治规则与乡村内生性礼治规则交互融合，从而建构符

合乡村社会需求的行动规则，这种理性嵌入的方式同时折射出当下乡村治理的秩序维持机制，易言

之，“乡村治理的实质就是充分调动和运用社会自身习俗惯例资源，将一个自上而下安排的规则内在

化，从而获得善治的过程，”[2]此维度的善治过程也是建构乡村治理体系中的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过

程，其中，法治作为刚性的、显性的正式规则规定了治理主体的行为边界，德治作为承载着乡土底色

的、柔性的、隐性的非正式规则筑牢了乡村内部道德体系，促使治理主体在乡村治理过程中由外在约

束走向内在自觉[35]。如浙江省桐乡市将经过实践验证、行之有效的三治载体加以整合，形成了以“ 一

约两会三团”为重点的三治融合创新载体，释放了德治和法治相结合的乘数效应；山东省平原县以开

展农村综合整治带动乡村法治规范化，以培育乡风文明促进乡村德治常态化，积极构建党组织领导

的“三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广东省惠州市通过一村一个法律顾问，协助村委会制定、修改和完

善村规民约等，打造“法德共治”的乡村治理平台。从政党整合与乡村治理的视角来看，政党的制度

理性嵌入不仅有利于维系政党在乡村社会的制度性权威，同时通过与乡村内生性权威的互动维持了

乡村治理结构的弹性和稳定性，而且锻炼了乡村治理主体运用德治和法治相结合去治理乡村的技

能，深度契合了中央多次提出的“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的

目标。

3.嵌入价值理性以培育村庄的政治社会化意识

现代政治社会生活中，“合法性强调的是政治所实现的价值与社会所追求的价值的内在一致性，

一致性高，合法性也高，反之合法性就低”[36]，且这种价值层面的合法性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合法性。中

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把服务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自身的执政宗旨与价值追求，但随着社

会的分化与市场资源配置与流动带来的异质性，社会层面越来越缺乏一致的价值共识。在当下的村

域社会，传统的基于社区记忆基础上的价值观念被抽离和解构，而新的在契约关系基础上的自由、平

等与独立的价值观念尚未建构起来，乡村社会出现了价值真空或意义缺位，因而导致村民群众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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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观念上的冲突和价值认同上的迷失。政党通过价值理性嵌入机制引导和整合乡村社会的价值观

念，其核心是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与培育村庄的政治社会化①意识相结合［37］，而协商民主理念是

这种价值理性嵌入的集中体现。一方面，“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

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38]，因此，政党下乡践行群众路线实现为农民群众服务的

价值理念需要依托协商民主；另一方面，基层协商民主是多元主体在乡村公共领域中通过对话、协

商、辩论而达成集体意识的过程。由此可见，基层协商民主不仅为政党下乡践诺为人民服务的价值

理念提供了平台，而且在基于“主体间性”的对话交往过程中促成多方面的价值整合，促使多方共同

服膺一套共享的价值观念，从而有助于建构政党在乡村社会层面的价值合法性。推动乡村协商民主

促进价值整合需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是尊重农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与话语权，农民并非文本和符号上

的主体，而是乡土空间的权利和权力主体，要发挥农民群众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作用；二是提升农民

的政治效能感，其一是通过村民能够学习和掌握的政治社会化方式把传统的、离散的、依附性的小农

培育成现代的、团结的、独立的“政治人”，提高农民的政治素养，其二是培育乡村公共性。村庄公共

性建设的内核是村庄公共空间拓展和公共精神培育[39]，而公共空间是培育公共精神的载体，因此要把

乡村空间场域当做锻炼村民群众政治品格与参与能力的民主训练场以培育村民的公共精神。这些

方面的典型案例，如天津市宝坻区以民主协商理念为引领，制定了民主决策的“六步决策法”培育干

部群众的民主意识、参政意识以及执政为民的意识，激发农民群众参与的内生动力，提升了农民的政

治参与能力；安徽省宁国市通过搭建群众参政议事民主协商平台帮助农民群众成为乡村治理受益者

和主力军；重庆市渝北区创新设立“民情茶室”培育了民主协商参与的公共空间，提升了农民群众的

主体意识与政治效能感等。

四、结论与讨论

从政党、国家和社会的角度观察，政党是衔接国家与社会关系最强有力的纽带，正如林尚立[40]所

说，“在中国社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不简单是两者之间关系，因为作为领导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力

量，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核心，而且是中国社会的组织核心。”在当下的基层党组

织、基层政权组织与乡村社会的关系调适中，政党整合通过党的权力组织网络把国家的基础性权力

渗透进乡村社会，发挥了串联国家与乡村社会的“桥梁”与“载体”功能，弥合了乡政村治格局下的国

家退场所造成乡村场域的权力真空和社会失范，以及乡镇基层政权悬浮化所带来的政权合法化危

机，并通过“找回群众”祛除了政党下乡过程中的“政党卡特尔化”②现象［41］，即通过重拾群众路线消解

政党的科层化、行政化以及与社会疏离的倾向，在政党整合的过程中，既建构了以群众为基础的治理

资源、锻炼了党员干部的基层治理技能，又培育了村民的政治社会化意识。在新时期乡村结构变迁

的背景下，传统的革命式、运动意蕴的动员式与组织手段无法契合乡村复杂的、多元的价值与利益诉

求，政党下乡需要新的手段与方式践行群众路线，这就需要通过“双向整合-理性嵌入”的方式推动

政党下乡使得群众路线的常态化、理性化和制度化。其中，政党下乡通过“内整合”强化了基层党组

织的组织力与领导力，藉由“外整合”与“理性嵌入”塑造了“基层党组织-乡村社会组织-村民”三层

密切联系群众的结构性嵌入方式，而这种群众路线的践行机制同时形塑了乡村治理的创新机制，即

形成了一种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为轴心，乡村多元社会组织有机参与的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

有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凝聚了乡村共建共治共享的强大合力。

“双向整合-理性嵌入”手段构成了新时期政党下乡践行群众路线推动乡村善治的核心机制，但

这种新型机制发挥作用需要一定的平台依托，这主要包括三个层面：首先，需要发展壮大村庄集体经

济，一方面，集体经济是党领导乡村治理的着力点和主要抓手，为政党下乡践行群众路线与乡村治理

① 政治社会化是通过社会化途径将合乎政治需要的文化传递给人们并内化为自觉行为，塑造政治人格的过程。

② 政党卡特尔化是由卡茨和梅尔提出的，指政党和国家相互渗透和合谋，政党生存越来越依赖国家，从政党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

看，这种政党与国家合谋，与社会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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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内生性的物质基础与财力保障，无论是党自身组织力的提升还是党对乡村社会的整合与嵌

入，都依赖于村庄的集体经济；另一方面，集体经济通过向乡村组织赋权来再造统合意义的村社集

体。这种统合的内涵体现在调整农户土地和向农户筹集共同生产费两个方面，通过这种统合权，村

社集体可以与农户间建立起双向平衡的权利义务、责任利益关系[42]，从而增强村社组织的集体行动能

力。同时政党下乡践行群众路线要取得良好的成效离不开村民群众的主动参与，而集体经济建立了

个人和集体的利益相容机制，通过强化村民与村庄之间的利益联结使两者间形成一种紧密的利益共

同体，这种“强耦合的利益关联”有助于激发农民群众参与村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其次，激活乡村

简约主义治理，黄宗智认为简约主义治理指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重叠与合作的“第三领域”中利用

“准官员”进行地方半正式治理的一种经验型治理机制，即便是在当下的中国，村委会和村小组是第

三领域的实例所现[43]，但村级治理的行政化与科层化愈益挤压这种“第三领域”的公共空间，而乡村治

理本质上是公共性和自主性的治理，具有逆科层制的特征，即乡村社会的非正式化、非程式化与科层

制的理性化、制度化相抵牾，因此需要重塑乡村简约主义治理以消解乡村治理的行政化倾向，这主要

是在项目下乡和资源下沉的过程中增强村级组织的权力厚度，通过赋予乡村组织使用资源的自由裁

量权激励其治理动能，提升其自主治理能力。最后，建构理性服务型基层党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性

质和宗旨决定了党服务群众与社会的本质属性，服务型政党也是创新乡村治理的客观需要，但在政

党下乡服务农民群众的过程中，一些基层党员干部在压力型体制和目标责任制的助推下，直接越过

村社自组织通过向村民个体提供私人性的产品和服务形成基层党员干部和农户之间的“合谋”，这种

“过度服务”非但不能提升村级组织自我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能力，且容易助长村民的“等、要、靠”

思想。因此政党下乡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要界定自身的服务边界，主要是提供满足村庄需要的公共

产品和服务，避免政党统合销蚀乡村社会自主服务能力，使政党所提供的公共服务既能满足群众对

美好生活的需求，同时能在尊重群众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发挥群众自组织的自我服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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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y Integration，Mass Line and Innov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Discussion Based on Typical Cases of Rural Governance

ZHANG Xinwen，ZHANG Long

Abstract Rural governance is the cornerstone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The
current rapid changes in rural social relations and the quasi-bureaucratic tendency of the villager au⁃
tonomy system are not conducive to the socialization of party politics，and tend to cause the marginaliza⁃
tion of the ruling party’s relations and the suspension of governance in the rural sphere. The core of re⁃
solving this dilemma li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two-way integration-rational embedded”for practicing
the mass line，with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as the core. The new method for political party under⁃
going the mass line in rural areas is to strengthen the internal integration of the party through organiza⁃
tional optimization，elite decentralisation and elite absorption and selective incentives，and then to inte⁃
grate rural society through a multidimensional rational embedding of organizations，institutions and val⁃
ues which construct mass-based governance resources，improve the governance skills of the grassroots
society，and cultivate the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awareness of the village，thereby enhancing the level of
rural governance. This article believes that the“two-way integration-rational embedding”mechanism de⁃
pend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village collective economy，the activation of minimalist governance，
and the suppor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rational service-oriented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Key words party integration; rational embedding; mass line; good governance in rural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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